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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转型中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新的

议题，正视国家能力、接受国家参与经济似乎已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必经之路。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转型报告》用翔实的数据反映了国家参

与经济的趋势，展示了民众对国家的期望。 该文在对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转型报

告》评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中东欧国

家若想充分发挥国家参与经济的优势，必须增强国家能力，这不仅要考虑资

源汲取和配置能力，更要将安全能力纳入其中。 后疫情时代，在全球市场萎

缩和全球产业链本地化、碎片化的形势下，中东欧国家能否改变之前过于依

赖西欧资本、市场和技术的情况，从而找到一条内外平衡的发展之路，是决定

其国家能力建设成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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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 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东欧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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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秉持着减少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把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

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直到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及

其政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日趋式微，中东欧国家也迎来了对其经济转型以及

转型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检讨。 这可以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ＥＢＲＤ）每年出版的《转型报告》的观点变化中得以体现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其宗旨是帮助和支持转型国家的经

济发展和重建，推动其民主化和市场化转型②。 《转型报告》是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出版的最主要的系列研究报告之一，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每年一期，对中东欧

等国家的转型进程进行连续、系统的跟踪研究。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转型报告》的基本主张是去国有化有助于创造更具活力和繁荣的经济，主要

在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分析框架内评估转型进程。 ２００８ 年之后，《转
型报告》开始系统地检讨之前建立在经济开放和私有化发展基础上的增长方

式。 ２０１３ 年《转型报告》指出要超越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分析，关注监

管、有效政府、法治和清廉等制度环境相关的因素。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转型报

告》认为，国家监管与治理对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起着

重要作用，并把这一理念贯彻到转型进程的评价指标体系上，从这一年起《转
型报告》开始按照竞争性、治理、绿色、弹性、包容性和一体化六个方面对转型

进程进行跟踪与评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转型报告》将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置于突

出地位，强调国家治理能力改善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红利，进而在地区层面、公
司层面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具体探讨了治理的差别。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转型

报告》更是以“国家的回归”（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ｂａｃｋ）为题，运用翔实的数据反

映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家参与经济的趋势，展现了民众对发挥政府、公有

制和国有银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期望。 这份转型报告说明了注重国

家能力和国家参与经济的重要性，以此来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已经成为中东

欧国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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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
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
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科索沃、黑山、北马其顿、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其他还有希腊、俄
罗斯、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不再投资，而是管理投资组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ＥＢＲＤ，１９９０，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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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８ 年以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的主题变化

年份 主题 基本主张

２００８ “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

２００９ “转型中的危机”

２０１０ “复苏与改革”

２０１１ “危机与转型”

２０１２ “跨国界的一体化”

检讨之前建立在经济开放和私有化发展基
础上的增长方式

２０１３ “转型的停滞”
超越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分析，关注
监管、有效政府、法治和清廉等制度环境相
关的因素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可持续的增长” 从竞争性、治理、绿色、弹性、包容性和一体
化六个方面对转型进程进行跟踪与评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更好的治理，更好的经济” 国家治理能力的改善会带来经济和社会
红利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国家的回归” 民众对国家的期望

一　 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转型报告》的标题为“国家的回归”，对此，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亚沃尔奇克（Ｂｅａｔａ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表示，这并不是价值判断，而
是事实陈述。 从数据来看，转型国家的民众对转型的态度随着市场化改革反

而逐渐消极，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率在下降，对公有制的支持率却在上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调查显示，在原苏联东欧国家中，支持公有制的受访者比重已

高达 ４５％。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加凸显国家的作用，使民众增强了

对国家保护生命安全、降低经济风险的期待。
该《转型报告》分为五章：第一章国家的规模，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背

景，分析国家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国有经济规模才能够满足民众对国家参与经济活

动的期待；第二章国有企业和第三章国有银行的兴起，探讨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

行的独特优势与治理问题，并指出在国有经济规模扩张的情况下，更要提升国家

治理能力、优化制度质量，放大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增长；
第四章国家与绿色转型，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阐述了国家在推动向绿色

经济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第五章结构性改革，对转型进程进行跟踪与评估。
《转型报告》认为，国家满足民众期待、参与稳定经济的能力取决于财政

空间和行政能力两个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国有经济的规模。 财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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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包括政府债务水平和政府净借贷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借款成本、政府提高收

入的能力（以政府收入与 ＧＤＰ 之比衡量），行政能力包括电子政务水平（关注

在线服务的范围和质量、电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发展）、衡量政府有效性

的全球治理指标、评估与前沿水平差距的营商环境指标以及衡量该国人口常

规使用银行账户的指标。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各国

均在财政空间和行政能力的共同约束下进行政策抉择。 许多国家尽管债务

水平较高，但收入有所增加，偿还公共债务的成本下降，财政空间反而得以增

加。 进一步而言，在预计利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公共债务与 ＧＤＰ 的比

率虽有上升但可以维持，相反，数字支付的未普及则使得行政能力的限制更

具约束力。 《转型报告》描绘了长期视角下转型国家国有经济的规模变化：在需

求方面，１９ 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保持上升趋势；在供

给方面，尽管各国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有所下降，但长期

来看仍处于上升态势。 其中，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３５％，与其他经济体基本一致；公共部门的就业比重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的

４５％降至 ２１ 世纪初的 ２４％，但仍比其他经济体高出 ７ 个百分点。
受制于行政能力的约束，转型国家往往更依赖于通过国有机构干预经

济，因此，在国有经济规模有望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成为

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
国有企业在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占据重要地位。 《转型报告》指出，转型国

家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近一半的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在能源、公共事业和运输

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较为贫穷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甚至已成为制

造业的中流砥柱，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它们的国有企业占

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 ３０％～７０％。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外，国有企业在经济中

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提供公共服务、缩小区域差距和稳定不利冲击等。
然而，国家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经营国有企业，有着非利润最大化的目

标，因而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有不容忽视的缺点，如创新性不足、没有明

确的目标和预算等。 在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的限制之下，虽然私有部

门也能够在政府的补偿和支持下提供公共服务，但各国往往依赖于通过国有

企业进行提供。 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国家参与经济并导致公有制扩张

的情况下，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尤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转型报告》结合经合

组织国有企业治理准则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提出了建议，基本原则是政策与

战略相结合：制定国有制政策，明确国家机构的所有权责任，分离监管职能；同
时基于其预算和公共服务义务制定战略，纳入潜在风险，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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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也是《转型报告》重点观察的部分。 有研究指出，中东欧国家的

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而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以来，中东

欧各国外资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居高不下，截至 ２０１３ 年，波罗的海国家

外资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平均为 ８２％，中欧五国平均为 ６６％，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平均为 ７１％①。 可以说，外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东欧国

家的金融体系。 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

欧国家纷纷认识到了依附型金融化的问题，对外资银行采取“去金融化”和金

融抑制政策，旨在增强国家对金融事务的控制②。 近十年间，国有银行的资产

数额与分支机构迅速增加和扩张，在转型国家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转
型报告》发现，在原苏联的众多经济体中，国有银行资产占所有银行资产的比重

高达 ５０％以上，２０１６ 年度俄罗斯国有银行资产占比为 ５９％，白俄罗斯为 ６７％，
乌克兰为 ５３％；转型国家的国有银行资产占比已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亚洲）。
此外，《转型报告》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国有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一方面，国有银行在解决信贷市场失灵、促进金融包容性和工业创新以及维持

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动机驱动下的

国有银行将扭曲资本配置，对企业生产力和整个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转
型报告》重点关注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发现从国有银行借款的企业更倾向于增

加工人数量而非通过投资新技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这表明国有银行可能会

阻碍企业之间劳动力和实体资本的有效分配，相对缺乏生产力的企业可以通过

向国有银行贷款来实现劳动力扩张，从而对地区总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转型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国家在促进绿色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 当前，

气候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应对全球变暖的威胁必须依靠国家

力量。 中东欧等转型国家都确立了相应的绿色法律或政策以减少碳排放。 《转
型报告》发现，采用绿色法律或政策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６ 年共减少了 １２％。 然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其执行的能力，当采取

一项新的绿色政策时，治理得分最高的国家长期内每单位 ＧＤＰ 对应的二氧

化碳减排为 １％，而得分最低的国家其减排只有 ０. ２％。 鉴于与发达经济体之

间的治理得分差距，转型国家采用绿色法律或政策可能比发达经济体采用同

等法律或政策实现的减排效果更差。 此外，虽然各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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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轨 ３０ 年：制度变迁与转轨实绩》，《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刘慧、李文见：《依附型金融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去金融化改革》，《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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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还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对此，《转型报

告》认为国家须要挺身而出推动这一进程，并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阐

述了国家在推动向绿色经济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短期内，在制定疫情后的

复苏计划时，应协调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政策需要；在中期，通过调整能源价格

对碳污染施加成本，纠正市场外部性等障碍，鼓励清洁能源的发展；长期来

看，面对这一转型带来的“创造性毁灭”，国家要帮助受到不利影响的团体和

个人平稳渡过该过程。 该报告第四章还指出，转型国家的企业在向低碳经济

转型上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就需要国家来引导私有部门进行绿色改革。

二　 进一步的讨论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转型报告》指明了转型国家政府干预

经济趋势的加强。 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

市场机制的发育，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与职责也随之变化①。 从斯密的经济

自由主义，到奉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再到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

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交锋，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从未消失。 现代经济社会

的发展对政府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复杂的经济活动造成日益加剧的不平

等、环境污染等问题要求政府加强干预；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全球性

经济风险、国际竞争与合作等问题也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加强。 对于

中东欧等转型国家，面对不成熟的市场体制，更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以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转型报告》的核心主题是“国家的回归”，就是

要转型国家接受政府干预经济的发展趋势，发挥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积极作

用。 而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并不代表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如何缩小二

者间的差距、达到预期的干预效果，这就要求国家具备能够实现其意愿、规划

和目标的能力。 近年来，很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关于发展的

论述中都已经触及国家能力问题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报告》所指的

“国家的回归”，其实质可以理解为国家能力的构建。
国家能力往往被视为外生的。 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虽然提出了

—６６—

①

②

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

回顾与展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一般认为，国家能力作为一个概念，最先出现在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国家建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问题的研究中。 国家能力逐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主要是在对东亚经济

奇迹的研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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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能力较为相近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强弱势政权，得出了政治意义上

的弱势政权结合经济意义上的强势政权是对于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最优

组合这一结论①，但同样没有考虑到政权的内生性问题。 贝斯利和佩尔森

（Ｂｅ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Ｔｏｒｓｔｅｎ Ｐｅｒｓｓｏｎ）通过将政府税收能力和保护私有产权能力内生

化，论证了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从而在经济学意义上对国家能力做了规范化

研究②。 自此之后，对经济学领域的国家能力探讨大多基于财政能力和司法

能力这两个指标，关注的是汲取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转型报告》所选用

的财政空间和行政能力指标便与之类似，不过差别也不容忽视。 贝斯利和佩

尔森选用的指标关注的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能力，《转型报告》的国家能

力指标侧重于对政府个体能力的孤立描绘，衡量的是政府财务状况与行政效

率，无法体现其在经济中的作用。 因而，前者能更好地体现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强力支

撑。 “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增长是共同出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及其带来

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化制度保障，本身就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③。
国家通过管理市场、制定经济政策、协调社会资源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二战

后东亚经济的惊人崛起便离不开国家能力这一推动力。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的近

２０ 年，日本 ＧＤＰ 年增长率超过 ７％，韩国更是超过 ８％④，在这之中国家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１９８２ 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便对此类“发展型国家”
进行了初步探讨。 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国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对经济进行

干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了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⑤。 大卫·Ｍ·
科茨同样认可国家能力在日韩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他不仅关注经济发展，
也关注经济转型，对比中俄经济转型过程，认为“对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二

者来说，国家指导型转变战略都优于新自由主义的战略”⑥。 福山更是把“无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Ｓｉｍ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９５（３），ｐｐ. ５４６－５７９.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ｅｓｌｅｙ， Ｔｏｒｓｔｅｎ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９９（４），ｐｐ. １２１８－１２４４.

付敏杰：《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理论假说和中国事实》，《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１ 期。
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１９２５－１９７５）》，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版。
［美］大卫·Ｍ·科茨、陈晓：《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上）———俄中经济转型

经验比较》，《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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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国家看作许多失败问题的根源①。 中东欧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家能力

上的差距使得其众多经济政策受制于国家能力的约束之下，缺乏落实产业政

策所需的基本能力，因此相比通过引导私有部门干预经济，中东欧国家更依

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同时，国家能力的弱化也使得这些国有机构的治理

存在严重弊端，如国家对有关企业的所有权及其决策和监管职能并不明确，
存在寻租行为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因此，在不增强国家能力的情况下进行国

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治理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在民众对国家干预经

济的呼声和需求上涨之时，中东欧国家真正需要提升的是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归根结底是制度治理效能的外显。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财政能

力和司法能力固然比报告指标更能体现国家能力，不过这是就发达国家而

言，对于国家能力本就处于弱势的中东欧国家而言，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带来“安全红利”的安全能力也应纳入考量之中。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安

全能力的内涵：对外体现在支撑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对内体现在维持

公共治安、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财政能力和司法能

力代表的是制度治理的客观效果，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安全能力则体现的

是影响制度治理成效的社会条件。 前者以经济体制和财政体系为核心，后
者则更偏重于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二者共同决定了制度治理

所能达成的真正效果，即国家能力。 然而研究者们在探讨国家能力的影响

因素时多集中在前者，特别是财政体系的讨论，后者往往被忽视。 事实上，
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因素极大地限制着经济、财政制度的效果，对于转

型国家尤甚。 中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便面临着国家能力建

设的这两大挑战。
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欧的资本、市场和

技术。 外国直接投资严重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的经济。 ２０２０ 年，匈牙利、捷克、
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等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高于 ６０％，爱沙

尼亚甚至高达 １１０. １３％②。 此外，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欧盟是中东欧国家

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

展。 可以说，加入欧盟实现欧洲一体化固然已成为中东欧地区实现“重返欧

洲”愿景的捷径，但哥本哈根标准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引导均

—８６—

①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ＯＥＣＤ 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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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也限制了中东欧的发展前景。 依赖西欧的市场和技术，陷于欧洲从西到

东、中心—外围的产业链布局，中东欧国家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不发达的发

展”①。 另一方面，社会不稳定因素始终存在，政治僵局反复，民粹主义抬头。
政权易位和极端主义政党力量的增强都表明中东欧国家的政党体制还不够

稳定。 ２０２０ 年的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普通公民与独立个人组织击败其他政

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社会民主—方向党 ８ 年的执政局面②；黑山反

对党联盟的上台更是终结了社会主义者民主党 ３０ 年来的主导局面，是黑山

转型以来的首次朝野更替③。 民粹主义也是中东欧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政治力

量。 ２０１０ 年以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事件给欧盟带来了沉重的

打击，欧洲怀疑主义迅速在中东欧发酵，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由于危

机的爆发而被重新唤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中东欧民粹主义的中坚力量。 种

种因素限制了中东欧地区的国家能力建设，为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然而，机遇也伴随着疫情突如其来的冲击悄然而至。 正如《转型报告》所

统计，疫情冲击下，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上升，这为国家能力建设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但机遇却不仅止于此。 不可否认的是，疫情给高度依赖欧洲市场的

中东欧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供应链和现金流中断、外部需求下降导致经

济严重下滑。 旅游业在中东欧国家 ＧＤＰ 中占有重要地位，受疫情冲击也最

为严重。 疫情期间克罗地亚游客过夜住宿量暴跌 ７７. １％，匈牙利同比下降

６１％，度假旺季的黑山一半酒店关闭，开放的酒店中入住率仅 １０％④。 部分相

—９６—

①

②

③

④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高铦、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

社 １９９９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斯洛伐克举行独立后的第八次国民议会选举，共 ６ 个政党进

入议会。 其中，普通公民与独立个人组织以 ２５. ０２％的得票率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
得 ５３ 个议席。 其他各党得票率和所获议席数依次为：社会民主—方向党 １８. ２９％、３８ 席；
“我们是家庭”党 ８. ２４％、１７ 席；我们的斯洛伐克—人民党 ７. ９７％、１７ 席；自由与团结党

６. ２２％、 １３ 席； 惠 民 党 ５. ７７％、 １２ 席 （ ｈｔｔｐ： ／ ／ ｓｋ.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ｓｌｆｋｊｋ ／ ２０２００９ ／
ｔ２０２００９１７＿３１１１４３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黑山举行独立后第五次议会选举。 执政联盟第一大党———社

会主义者民主党得票率 ３５. ０６％，排名第一位。 ３ 个反对党联盟分列第二至第四位，其中

民主阵线领导的“为了黑山的未来”联盟得票率 ３２. ５５％，民主黑山党领导的“平安我们的

国家”联盟得票率 １２. ５３％，联合改革运动领导的“白纸黑字”联盟得票率 ５. ５３％，３ 个联盟

总得票率超过 ５０％，一举打破议会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及其伙伴长期主导的局面

（ｈｔｔｐ： ／ ／ ｍｅ.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０９０２９９７６１６. ｓｈｔｍｌ）。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７ｐｌｕｓｌ－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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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脆弱的中小企业也被一度中断的国际供应链影响，陷入困境。 匈牙利政府

已制定了包括免税、临时税收减除和金融计划等援助措施，捷克也努力对中

小企业施行援助。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使得中东欧国家不得不提前正视过

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严重后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后疫情时

代，当进出口限制与市场管控成为“新常态”，如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探
寻经济发展的国内立足点，或许将成为中东欧国家能力建设的一大动力，也
将成为其经济转型发展的全新转折点。

总结与启示

首先，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同样是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率先开始“重
新国有化”，收回在激进转型过程中已经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其意图就是通

过国家参股、控股来加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

济发展。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①。 现在，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认为，“国家的回归”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普遍共识，反
映了广大民众的期望，说明“休克疗法”并不成功，没有给中东欧国家带来可

持续的繁荣和发展。 相应地，把转型的目标设定为用市场完全替代是没有意

义的。 无论是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转型都是政府与市

场关系的重构。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把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东欧国家的转型

则是在经历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去国家化”为主要任务失败之

后，最终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转型

的目标，可能会推动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本质以及转型的社会经济后果的

重新认识。
其次，发挥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国家具备能够实现

其意愿、规划和目标的能力。 但是问题在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环境、发
展条件下所要求的国家能力是不同的。 对于历史上的国家，学者们主要关注

的是从社会中汲取人、财、物等资源的“汲取”能力②。 对于现代国家，学者们

—０７—

①
②

田春生：《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Ｒｅfl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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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回归”：后疫情时代的国家能力建设

主要关注的是能够进入社会并与社会成员互动的“渗透”能力①。 在对东亚

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还提出了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协商以调和社会关

系的“协调”能力②。 可见，国家的目标是多元的，所要求的国家能力也应是

多元的。 因此，国家能力建设需要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最后，虽然有许多学者讨论国家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但仅有少数学者

关注国家能力的来源以及怎样加强国家能力建设。 阿西莫格鲁、贝斯利等学

者试图从民主政治下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来探讨国家能力的来源，但其理

论对于社会成员是如何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却没有给出

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即
把国家具有自主性（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认为国家是一个可

以独立于社会进行决策的行为主体，因而，只能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虽然

指出了国家能力对于国家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却难以阐明怎样

才能提高国家能力的建设水平。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国家不是从来

就有的，是在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之后才出现，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

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④。 这意味着对国家的本质和行为的

理解不但要看到国家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即国家具有能动性，可以利用各种

政策和强制力来影响经济社会生活，还要看到国家与社会统一的一面，即国

家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向“国家

资本主义”的中东欧国家即使能够意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能否在当前

全球市场萎缩和全球产业链本地化、碎片化的情况下，改变之前过于依赖西

欧资本、市场和技术的情况，从而找到一条内外平衡的发展之路，应当是决定

其国家能力建设成效的关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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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ｍｉ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Ｅ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Ｘｉａｏ Ｈａｎｂｉｎｇ 　 Ｇｅ Ｘｉｎ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９ 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ｒｏｐ ｉｎ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ｉ Ｊｕｎ　 Ｌｕ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ｉ. ｅ.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ｆｏ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ＣＭＲＥＣ ）．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Ｍ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ＭＢ

Ｑｉ Ｚｈｉｙ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ｕ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０，ｉ. 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ｎ １９９０，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１.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ａ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ｈｉｌ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ｏ ｆａｒ，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ｎ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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